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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环境审计会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吗？
于连超，张卫国，毕 茜，董晋亭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以 2009年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政府

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发挥揭

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主要表

现在政府审计制度的审计强度较大、处罚力度较大和司法力度较大的企业，政府环境监管较强的企业以及媒体环境监督较强和公

众环境监督较强的企业中。研究结论验证了政府环境审计的微观环境治理效应，在理论上拓展了企业环境绩效的驱动因素研究，

在实践上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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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 70年代，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应对政府的环境检查，率先在企业内部进行环境审计，为政

府环境审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开端。20世纪 90年代初期，世界审计组织（INTOSAI）设立环境审计委员会

（WGEA），并于 2001年颁布《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工作的指南》，为世界各国建立政府环境审计制度提供了指

引。中国政府环境审计的起步较晚，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其一，起步阶段（1983年至 1997年），政府环境审计开始

试点；其二，探索阶段（1998年至 2002年），建立农业与资源环保审计司；其三，平稳过渡阶段（2003年至 2007
年），建立环境审计协调领导机构；其四，战略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正式将资源环境审计列为六大审计类型

之一。2009年 9月，审计署出台了《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中国政

府环境审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政府环境审计正式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多元化的道路［1］。中国政

府环境审计正在逐步实现环境审计与其他专业审计的有机结合，例如财政审计、行政事业审计、金融审计、固定

资产投资审计、企业审计、农业审计、外资运用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境外审计等专业审计领域，已成为中国环境

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环境审计作为重要的环境监管手段，其环境治理作用愈发凸显。与其他环境监管手段不同，政府环境

审计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环境审计的独立性更高［2-3］，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而与环保部门、统计部门等进行合谋，篡改统计数据，而政府环境审计可有效地破除这一困境，凭借其超然的独

立性，更好地发挥监督和鉴证职能；二是政府环境审计的经济监督作用更强［4-5］，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手段

的重点在于事前评估和排放监测，但有关环保设备投入的合理性和环保设备运营维护费用等资金运作未能全面

地审查和评估，而政府环境审计运用审计程序和方法，评估环保资金的使用情况，可有效地弥补其他环境监管措

施的不足。国内外学者对政府环境审计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主要围绕理论构建和实务指引展开［6-9］，缺乏实证

研究，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然而，微观企业如何响应政府环境审计制度，这对检验政府环境审计制度的

环境治理效果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政府环境审计能否有效地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如能，政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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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超，等：政府环境审计会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吗？

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拓展企业环境

绩效的驱动因素研究，在实践上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现有关于政府环境审计的研究主要关注理论构建和实务操作

两个方面，缺乏实证研究，尤其是微观经验研究。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治理作用是否有效取决于微观企业如何

响应政府环境审计。但是，由于企业环境治理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源购买环保设备并维持环保设备运行，致使企

业主动进行环境治理的动力不足，故而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需要足够的环保压力。政府环境审计是对企业施加

环保压力的重要措施，但能否发挥其功能以实现理想的环境治理效果，值得进一步验证。本文立足宏观环境政

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视角，以企业环境绩效为切入点，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拓展了

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第二，现有文献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探讨较为广泛，主要涉及环境

税、排污权交易、环保补贴、环保约谈、环保督查、公司治理等方面，但对政府环境审计的关注不足。与其他环境

监管手段相比，政府环境审计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和强有力的经济监督作用，理论上可弥补其他环境监管手段的

不足和缺陷。政府环境审计作为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环境监管手段，其环境治理作用具有不可替代

性。本文以政府环境审计为研究视角，考察了政府环境审计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丰富了企业环境绩效的影

响因素研究。第三，结合政府审计的功能定位，本文构建了“政府环境审计——揭示功能、抵御功能、预防功

能——企业环境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宽了政府环境审计的理论分析范式。同时，本文从政府审计制度、政

府环境监管和外部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探讨了其对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考察了政府环

境审计与其他环境制度的协同作用，拓展了政府环境审计的理论架构，为更好地发挥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治理

作用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审计展开了大量的探讨，可以概括为理论构建和实务指引两个方面。

第一，环境审计的理论构建。如何界定环境审计？国外学者对环境审计内涵的探讨起步较早，例如Buckley
认为环境审计是指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管理进行检查、评估、测试或验证［6］；Maltby指出环境审计是指评估被审

计单位的环境管理是否符合有关环境法律法规并提出改进建议的审计活动［10］；Rika、Mimeche也提出了与以上

两位学者类似的观点［2，4］。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国内学者对环境审计内涵也进行了一些讨论和界定，例如陈思

维认为环境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经济活动

的环境影响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使之积极、有效，并得到控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审计活动［8］；韩竞一等

指出环境审计是指审计组织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保护制度以及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真实性、合法性、

有效性的审查监督和评估经济法律责任的一种监督活动［11］。可见，不同学者对环境审计的内涵表述虽有所差

别，但其实质均相似，即审计主体对被审计主体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的审计活动。在环境审计内涵的基础上，学

者们对环境审计的原则、目标、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界定，以期构建环境审计的理论框架。环境审计委员会在《从

环境视角进行审计工作的指南》中指出了不同类型的环境审计的客观基础，为指引环境审计的重点领域和审计

目标提供了参照。耿建新和牛红军认为，政府环境审计准则应当遵循前瞻性准则、可操作性准则以及与环境审

计组织体系相一致原则［12］。
第二，环境审计的实务指引。国外有关环境审计的实践经验较为丰富，例如Hepler和Neumann对比了美国

国防部开发并实施的《环境评估和管理（TEAM）指南》和美国环境保护局的 ISO标准 14001后发现，不同的环境

评估工具的环境管理效果大相径庭，在进行彻底和独立的评估之前，不应广泛使用 TEAM指南［13］；Chiang和
Northcott分析新西兰颁布的《审计指引准则 1010号》有关环境问题实践的指引后发现，环境实务操作与审计准

则存在一定的距离，并指出了环境审计在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7］。20世纪末，国内有关环境审计的实务指

引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周曦剖析了地方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履行的特点和目标后指出，地方领导干部的

环境责任审计应当使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14］；厦门市审计学会课题组结合福建省九龙江流域特殊的现

实状况，分析了九龙江流域环境审计的难点、重点和组织方式，并提出了相应的环境审计对策［15］；马志娟和梁思

源分析了大数据对政府环境审计的影响，并提出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环境审计的实施路径［16］；徐薇和陈鑫立足当

前政府环境审计的现实情况，认为政府环境审计发展的方向应当围绕理念、方法、制度、合作四个要素展开［9］。
可见，政府环境审计的理论和实践还在不断探索中，亟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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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政府环境审计的理论构建和实务指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缺乏实证层面的证据，

尤其是微观层面的证据。2009年审计署颁布了《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标志着中国政府

环境审计正式踏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多元化的道路。当前，中国政府环境审计已经融入不同类型的专业审计

中，这必然会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企业环境绩效为落脚点，以 2009年审计署颁布的《审计

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来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

效的影响，以期在理论上丰富政府环境审计的微观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和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实践

上为建立健全政府环境审计制度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驱动因素研究主要涉及环境制度、政府竞争、环保产业政策、环保补贴、税收政策、

企业内部治理等因素［17-24］，其中，环境制度是企业环境绩效的核心驱动力。当前中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条例和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已与发达国家持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但一项政策的运转过程包括制

定和执行两个环节，制定环节约占全过程的10%，执行环节约占全过程的90%［25］。可见，政策执行才是决定政策

能否有效的关键因素，环境政策更是如此。倘若环境政策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环境政策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甚至形同虚设。

为了加强环境政策的执行监督，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监管措施，主要包括环保督查、环保约谈、环评制度、

环境监测、政府环境审计等。与其他环境监管手段不同，政府环境审计具有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环

境审计的独立性更高［2-3］；二是政府环境审计的经济监督作用更强［4-5］，可有效地弥补其他环境监管措施的不足。

政府环境审计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路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结合政府审计的功能定

位，相关理论主要包括经济监督论、经济控制论、免疫系统论三种［26］。其中：经济监督论强调政府审计的功能在

于经济监督；经济控制论强调政府审计的功能在于进行控制；免疫系统论强调政府审计的功能在于揭示、抵御和

预防［26］。与其他理论相比，免疫系统论更为接近政府审计的功能定位本质［27］。政府环境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可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来督促企业提高环境绩效。

第一，政府环境审计通过揭示功能可以发现企业环保设备安装不足和环保设备不正常运行。政府环境审计

的揭示功能主要体现在事先了解项目有关环境影响、项目环保资金投入、项目运行中的环境风险、环保设备不正

常运行等方面。首先，政府环境审计人员会在审计时事先了解项目有关的环境影响，据此评估项目有关的环境

状况［8］，从整体层面上揭露项目所需的环保资金投入，为发现项目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政

府环境审计人员会评估项目有关的环保设备在运行中的费用和效果，进而评价项目有关的环保资金投入是否能

够支撑环境保护的要求，可能使用的程序包括：政府环境审计人员会使用分析程序分析规模相当的项目所需的

环保资金投入情况，以判断此项目环保资金投入的合理性；政府环境审计人员会使用实质性程序检验环境保护

资金是否到位、支付情况、环保设备安装情况、环保设备运行情况等，以此判断项目有关环保资金投入的使用情

况。再次，政府环境审计人员还会评估项目运行中的环境风险［28］，例如生产经营过程中环保设备故障所引起的

环境风险以及企业的应对措施是否能够控制环境风险，以此评估项目环保资金投入结构的合理性。最后，政府

环境审计人员会测试环保设备实际运行中的成本费用［7］，与其正常运行过程中的成本费用比较，分析环保设备

是否存在较少运行或不运行的情况，据此揭示企业环保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第二，政府环境审计通过抵御功能可以督促企业安装更多的环保设备和确保环保设备正常运转。政府环境

审计的抵御功能主要体现在环境审计建议、环境追踪审计、相关惩罚措施等方面，这与政府审计的抵御功能一

致［27，29］。首先，政府环境审计在发现被审计单位项目存在环保设备安装不足或环保设备非正常运转的情况后，

会出具政府环境审计建议书，明确要求企业提高环保资金投入以满足环境保护的规定，也会责令企业保持环保

设备正常运转以促使污染排放达到要求［30］。其次，政府环境审计人员在发现以上情况时，还会对企业进行追踪

持续审计，督促企业进行整改，促使企业环保设备投入满足要求，企业环保设备正常运转。最后，倘若被审计单

位的环境合规性存在问题，政府环境部门还会运用行政手段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甚至责令企业限期整

改、暂时停工，这会迫使企业提高环境绩效以满足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

第三，政府环境审计通过预防功能可以防止企业其他项目的环保设备安装不足和环保设备非正常运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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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环境审计的预防功能主要体现在企业声誉、震慑作用等方面［31］。其一，企业声誉。当被审计单位被检查出存

在环境问题并进行公告时，这会损害被审计单位的形象和声誉。当企业形象与声誉受损时，企业产品认可度和

竞争力会随之下降，致使企业财务业绩变差甚至破产［32］。为了防止此风险发生，企业有动力增加现有项目和潜

在项目的环保设备投入和确保环保设备正常运转，进而提高自身的环境绩效，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二，震

慑作用。当被审计单位被检查出存在环境问题并被行政处罚时，会无形地对企业其他项目的环境问题产生震慑

作用［33］。在如此严格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下，企业其他项目的环境问题被查出来的概率大幅度增加，迫使企业

放弃侥幸心理，转而提高其他项目的环保设备安装。而且，当企业存在环境问题的不良记录时，企业往往会被重

点追踪环境审计，这也促使企业提高其他项目的环保设备投入和确保环保设备正常运行。

综上所述，政府环境审计可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来促使企业提高环境绩效。因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H1。

H1：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与政府审计制度本身的审计强度、处罚力度和司法力度密切相

关。较强的政府审计制度会使企业更加积极地履行环境责任［34］，进而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当审计强度更大时，

政府审计部门可通过实施更严格的环境审计发现被审计单位更多的环境问题，可通过更加严格的环境跟踪审计

督促被审计单位更好地进行环保整改，可通过强有力的威慑力防止被审计单位其他项目的环境问题［29］，这有助

于政府环境审计部门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进而提高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作用。

当处罚力度更大时，这会对企业产生更强的震慑效应，致使企业在未来项目建设时投入更多的环保资金，进而促

进政府环境审计发挥预防功能。当司法力度更大时，这也会提高对企业行为的震慑力，进而提高政府环境审计

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

H2：与政府审计制度较弱的企业相比，政府环境审计对政府审计制度较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

显著。

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也会受到政府环境监管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政府环境监管在

环境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2，35］。当政府环境监管较强时，环境政策的标准会更加严格，环境政策的执

行力度会更大。一方面，政府环境审计所依据的环境政策标准更加严格，地方政府会制定更多的环境法规和实

施细则［35］，这有助于政府环境审计人员依据地方更强的环境政策对企业进行环境审计，进而更有效地发挥揭示

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另一方面，当环境政策的执行强度更大，政府环境审计人员可

以发现更多的企业环境问题［22］，更加有效地督促企业提高环保资金投入和确保环保设备正常运行，更加强有力

地震慑企业现有或未来项目的环境问题，进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

H3：与政府环境监管较弱的企业相比，政府环境审计对政府环境监管较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

显著。

囿于政府环境审计资源的有限性，政府环境审计难以及时有效地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整改情况进行监督。

然而，外部监督机制可有效地弥补政府环境审计监管的不足，正在逐渐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36-38］。其中，

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作为两大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已成为企业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治理机制。一方面，从媒

体监督角度来看，当媒体环境监督较强时，媒体可及时和全面地披露被审计单位的环境信息［37］，政府环境审计人

员可借助媒体所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环境审计，从而更好地发挥环境治理作用。同时，媒体可广

泛传播环境审计公告的信息和放大震慑效应［36］，引起公众、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风险的关注，进

而有助于政府环境审计发挥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从公众监督视角来看，当公

众环境监督较强时，公众不仅能提供被审计单位的环境信息［38］，而且也能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这有助于政府环

境审计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进而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

H4：与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的企业相比，政府环境审计对外部监督机制较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

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工业企业的环境污染种类多、危害大，其环境绩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中国整体环境质量的优劣，同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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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本文选取 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工业上市公司的界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涵盖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三个门类。同时，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剔除

样本期间内出现 ST、*ST情形的研究样本；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研究样本。本文数据来源如下：（1）企业环

境绩效，企业环境绩效使用环境税税额的自然对数平减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得到，环境税税额的数据由笔者根

据企业财务报告附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明细和成本费用明细手工搜集整理所得，营业收入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数据库；（2）政府环境审计，本文借助 2009年审计署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将重污

染企业作为实验组，非重污染企业作为控制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重污染企业的界定依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

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

库。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本文的数据处理与

分析均使用软件Stata15完成。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考察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如模型（1）所示。

CEP = α0 + α1Treat + α2After + α3Treat × After +∑β jCVs + μYEAR + μINDUSTRY + ε （1）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与说明如下：

1.企业环境绩效（CEP）。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衡量大概可以概括为评价体系法、污染排放量法、

环境资本支出法、生态效益法等。具体来说：一是评价体系法，该方法主要是借助内容分析法，构建企业环境绩

效评价体系，赋权得到企业环境绩效的综合得分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20］；二是污染排放量法，该方法主要是通

过使用企业污染排放量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23］；三是环境资本支出法，该方法主要是通过借助企业环境方面的

资本支出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22，39］；四是生态效益法，该方法主要是通过使用企业环境影响平减企业产品或服

务的价值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40］。由于评价体系法的主观性过强，污染排放量法的数据不可得，故本文不使用

评价体系法和污染排放量法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同时，由于生态效益法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内涵更为接近，借

鉴李平和王玉乾的研究方法［40］，本文使用对数化的环境税税额平减对数化的营业收入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其

中：环境税的测度借鉴于连超等的研究方法［17］，即企业与环境有关的所有税收和收费之和；营业收入的测度使

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政府环境审计（Treat×After）。根据陈思维、韩竞一等的观点［8，11］，环境审计是指审计主体对被审计单位的

环境管理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政府环境审计的审计主体是政府部门。为了衡量政府环境审计，本文借助《审

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颁布的准自然实验，将重污染企业作为实验组，非重污染企业作为控制

组。具体来说：本文分别构造空间虚拟变量（Treat）、时间虚拟变量（After）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项（Treat×After），

其中Treat代表空间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属于重污染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After代表时间虚拟变量，如果年度

属于《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颁布的当年及以后年度，即 2009年及以后年度，赋值为 1，否则

为 0；Treat×After代表交互项，为空间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本文将重污染企业作为实验组的原因

在于：其一，理论层面上看，相比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污染范围更广、危害更大，是政府环境审计的

重点审计对象和监管对象，故重污染企业受政府环境审计的影响更大；其二，实践层面上看，囿于政府环境审计

资源的限制，基于成本效益原则，政府环境审计资源会优先投向重污染企业，故政府环境审计对重污染企业的审

计力度更大、审计频率更高，进而会对所有的重污染企业产生震慑作用。同时，重污染企业作为实验组的研究设

计也可有效地排除 2009年及相近年份其他环境政策的干扰，理由在于：其一，2009年及相近年份其他环境政策

对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具有无差别性，例如 2009年颁布的《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

见》，该项规定仅对环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了规定，但未针对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制定差异化的

环境政策；其二，2009年及前后一年与企业环境治理相关的最重要政策就是《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

作的意见》，而且 2009年前后变革力度最大的就是政府环境审计制度，因此可在较大程度上认为企业环境绩效

的变化是政府环境审计制度变化所带来的。值得说明的是，本文查阅了各个省份审计厅的官方网站，有关环境

方面的审计结果公告披露不充分、不完全，故而使用各个省份审计厅的审计结果公告作为衡量政府环境审计的

依据，这不仅严重不符合政府环境审计的现实状况，还会存在较大的变量衡量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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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组变量。本文分组变量的定义如下：其一，政府审计制度，审计强度（AI）的衡量借鉴曾昌礼和李江涛的

研究方法［34］，即使用各省份的政府审计单位数量且取自然对数；处罚力度（PI）的衡量使用平均每个单位的政府

审计处罚金额；司法力度（JS）的衡量使用平均每个单位的行政司法处理人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审计年鉴》。其

二，政府环境监管，政府环境监管（GES）的衡量借鉴毕茜等的研究方法［35］，即地方所有有效的环境法律法规与其

重要性的乘积和，重要性的赋值规则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法规，赋值为 3；地方政府颁布的条例和

细则，赋值为 2；地方政府部门的标准文件，赋值为 1，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

三，外部监督机制，媒体环境监督（MES）的衡量借鉴张济建等的研究方法［37］，即使用与企业有关的环境报道数量

加一并取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咨询行的新闻媒体数据库，由笔者手工整理所得；公众环境监督（PES）的衡

量使用各省份的电话网络投诉数、来信总数、来访总数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贡献度大于 80%提取主成分，数据

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本文按照上述变量的中位数进行分组，以考察不同政府审计制度、政府环境监管、外部

监督机制下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4.控制变量。借鉴沈洪涛和周艳坤、王兵等的相关研究［23-24］，本文控制以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即总资

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即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资产报酬率（ROA），即净利润占平均总资产的比例；

企业成长性（GROWTH），即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董事会规模（BOARD），即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两权分离率

（SEP），即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独立董事比例（ID），即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

比例；两职合一（DUAL），即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不为同一人取 1，否则取 0；产权性质（SOE），即若国有控股取 1，否
则取 0；盈亏性质（LOSS），即若企业净利润为负取 1，否则取 0；年度效应（YEAR），即年份的虚拟变量；行业效应

（INDUSTRY），即行业的虚拟变量。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环境绩效的

最小值为 1.187，最大值为 3.742，平均值为 1.660，中位数为

1.548，标准差为 0.409，说明企业环境绩效近似符合正态分布假

设，不同企业的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差异。空间虚拟变量、时

间虚拟变量及其交互项的标准差小于 1.000，波动幅度较小。

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大部分均小于 1.000，波动幅度较小，但企业

规模、两权分离率的标准差大于1.000，波动幅度较大。

（二）单变量分析

表 2报告了单变量检验结果。与《意见》颁布前相比，《意

见》颁布后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平均增加了 0.228，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可见《意见》颁布后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明显

提高。与《意见》颁布前相比，《意见》颁布后非重污染企业环境

绩效平均增加了 0.073，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意见》颁布

后非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未显著提高。以上结论初步验证了

研究假设H1。
（三）回归分析

表 3报告了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回归结果。在

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115，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交互

项的回归系数为 0.108，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环境审计会有效地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经过分析后本

文发现，之所以政府环境审计可显著地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是因为政府环境审计可通过揭示功能发现项目环保

设备安装不足和环保设备不正常运行，可通过抵御功能督促企业投入更多的环保设备和确保环保设备正常运

转，还可通过预防功能防止企业现有或未来项目的环保设备安装不足和环保设备非正常运转，从而提高企业环

境绩效。因此，研究假设H1得证。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CEP
Treat
After

Treat×After
SIZE
LEV
ROA

GROWTH
BOARD
SEP
ID
DUAL
SOE
LOSS

样本量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3909

最小值
1.187
0.000
0.000
0.000
18.833
0.052
-0.307
0.172
1.609
0.000
0.143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3.742
1.000
1.000
1.000
26.244
1.376
0.202
0.093
2.708
29.177
0.571
1.000
1.000
1.000

平均值
1.660
0.480
0.844
0.394
22.231
0.464
0.034
-0.722
2.175
6.293
0.368
0.766
0.455
0.117

中位数
1.548
0.000
1.000
0.000
22.114
0.463
0.031
4.434
2.197
0.775
0.333
1.000
0.000
0.000

标准差
0.409
0.500
0.363
0.489
1.301
0.211
0.060
0.507
0.193
8.231
0.051
0.423
0.498
0.321

表2 单变量检验结果

类别

重污染企业
非重污染企业

平均值
《意见》颁布前

1.554
1.603

《意见》颁布后
1.782
1.676

Diff
0.228***
0.073

T检验
T Value
4.687
1.138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Diff=《意

见》颁布后企业环境绩效均值-《意见》颁布前企业环境绩效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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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异质性分析

（一）政府审计制度、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

表 4报告了政府环境审计的异质性回归结果。第

（1）列和第（2）列的结果显示，当审计强度较小时，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为 0.050，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审计强度较

大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182，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当政府审计制度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

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第（3）列和第（4）列的结

果显示，当处罚力度较小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083，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处罚力度较大时，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为 0.136，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当政府审计制度的处

罚力度越大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

响越显著。第（5）列和第（6）列的结果显示，当司法力度

较小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06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当司法力度较大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121，通过显

著性检验，说明当政府审计制度的司法力度越大时，政府

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综上所

述，与政府审计制度较弱的企业相比，政府环境审计对政

府审计制度较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因

此，研究假设H2得证。

（二）政府环境监管、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

表 5报告了政府环境监管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列

（1）和列（2）的结果显示，当政府环境监管较弱时，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为 0.06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政府环境监

管较强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140，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见当政府环境监管较强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

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结果表明，与政府环境监管较

弱的企业相比，政府环境审计对政府环境监管较强的企

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因此，研究假设 H3
得证。

（三）外部监督机制、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

表 5报告了外部监督机制的异质性回归结果。第

（3）列和第（4）列的结果显示，当媒体环境监督较弱时，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08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媒体环

境监督较强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158，通过显著性

检验，可见当媒体环境监督越强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

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第（5）列和第（6）列的结果

显示，当公众环境监督较弱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09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公众环境监督较强时，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为 0.169，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当公众环境监督越强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

越显著。结果表明，与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的企业相比，政府环境审计对外部监督机制较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正

向影响更显著。因此，研究假设H4得证。

七、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表3 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constant

Treat

After

Treat×After

CVs
年度效应

行业效应
NR2 adj

(1)1.877***
(68.044)
0.044
(0.961)
0.173***
(2.922)
0.115**
(2.114)

39090.053

(2)3.434***
(20.264)
-0.028
(-0.719)
0.152***
(3.052)
0.108**
(2.030)
控制

控制

控制
39090.200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代表 t值，

t值使用robust标准误修正，CVs代表控制变量，下同。

表4 政府审计制度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constant

Treat

After

Treat×After

CVs
年度效应
行业效应

N
R2 adj

审计强度
较小
(1)

3.251***
(9.778)
0.117*
(1.811)
0.110*
(1.733)
0.050
(1.012)
控制
控制
控制
2075
0.171

较大
(2)

3.162***
(16.130)
0.140***
(2.892)
0.122**
(2.369)
0.182***
(2.666)
控制
控制
控制
1834
0.226

处罚力度
较小
(3)

2.749***
(11.755)
0.040
(0.700)
0.176***
(3.224)
0.083
(1.353)
控制
控制
控制
2130
0.134

较大
(4)

3.987***
(14.952)
-0.061
(-1.119)
0.144***
(2.600)
0.136**
(2.435)
控制
控制
控制
1779
0.290

司法力度
较小
(5)

3.188***
(14.483)
-0.001
(-0.019)
0.166***
(2.887)
0.069
(1.413)
控制
控制
控制
2206
0.210

较大
(6)

3.264***
(13.445)
-0.069
(-1.230)
0.154***
(2.758)
0.121**
(2.154)
控制
控制
控制
1703
0.200

表5 政府环境监管与外部监督机制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constant

Treat

After

Treat×After

CVs
年度效应
行业效应

N
R2 adj

政府环境监管
较弱
(1)

3.974***
(15.593)
0.035
(0.735)
0.084*
(1.704)
0.068
(1.079)
控制
控制
控制
2257
0.173

较强
(2)

2.777***
(12.538)
-0.099
(-1.361)
0.104**
(2.057)
0.140**
(2.564)
控制
控制
控制
1652
0.229

媒体环境监督
较弱
(3)

2.865***
(4.159)
0.048
(0.496)
0.176***
(2.635)
0.087
(0.607)
控制
控制
控制
1954
0.165

较强
(4)

4.735***
(8.678)
-0.059
(-0.982)
0.172***
(2.654)
0.158***
(2.588)
控制
控制
控制
1955
0.230

公众环境监督
较弱
(5)

3.524***
(13.937)
0.043
(0.737)
0.116**
(2.191)
0.094
(1.586)
控制
控制
控制
1879
0.210

较强
(6)

3.152***
(14.312)
-0.095*
(-1.867)
0.105**
(2.046)
0.169**
(2.364)
控制
控制
控制
2030
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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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超，等：政府环境审计会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吗？

第一，倾向得分匹配法加双重差分法。具体步骤如下：其一，将所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匹配重污染企业

和非重污染企业，匹配方法使用最近邻匹配法，匹配比例为 1：1，并保留匹配后的样本；其二，对匹配后的样本进

行双重差分模型回归。

第二，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其他环境政策的影响，本文分别进行时间安慰剂检验和空间安慰剂检验。具

体来说：其一，时间安慰剂检验，本文假定《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不是在 2009年出台，而是

在 2008年或 2010年出台，重新构建新的时间虚拟变量；其二，空间安慰剂检验，本文随机分配实验组和控制组，

重新构建新的空间虚拟变量，并进行回归分析。时间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显示，当《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

工作的意见》在 2008年颁布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

计工作的意见》在 2010年颁布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空间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显示，

当模拟500次时，交互项回归系数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数，交互项回归系数大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5%水

平上）的次数占比为 8.93%，不足 10%。当模拟 1000次时，交互项回归系数的平均值和中位数也均为负数，交互

项系数大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5%水平上）的次数占比为4.96%，不足5%。

第三，控制地区效应。考虑到不同地方的政府环境审计的强度、力度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进一步控制

地区效应。

第四，增加控制变量。本文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主要包括：机会成本，即市场价值除以账面价值；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即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占比；监事会规模，即监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第五，更换企业环境绩效的衡量方法。本文借鉴黎文靖和路晓燕的研究方法［39］，使用企业环境方面的资本

支出加一并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数据来源于企业财务报告中的在建工程附注。

第六，重新设定样本期间。本文重新设定样本期间为2007年至2010年。

第七，双重聚类调整。本文进一步使用公司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双重聚类标准误。

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结论，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八、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 2009年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

法考察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说明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研究发

现，当政府审计制度的审计强度越大、处罚力度越大和司法力度越大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

响越显著；当政府环境监管越强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当媒体环境监督越强和公

众环境监督越强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拓展了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在实践上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和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具体来说：第一，政府应择机出台政府环境审计准则及相应的操作指引，推动

政府环境审计制度快速发展。研究表明，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可有效地改善

企业环境绩效。但是，当前政府并未针对政府环境审计出台专门的准则及其操作指引，政府环境审计的依据主

要来源于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严重地制约了政府环境审计制度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

治理效果和效率。因此，政府应当择机出台政府环境审计准则及相应的操作指引，推动政府环境审计制度快速

发展，提高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治理效果和效率。第二，建立健全政府环境审计制度，强化政府环境审计制度的

执法刚性。研究发现，当政府审计制度的审计强度越大、处罚力度越大和司法力度越大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

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可见，政府通过强化审计强度、提高处罚力度和提升司法力度，可有效地促进政府

环境审计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进而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因此，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政府环境审计

制度的审计强度、处罚力度和司法力度，更好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绩效。第三，不断完善政府环境监管机制，强

化政府环境监管的监督力度。研究表明，当政府环境监管越强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越

显著。可见，政府通过提高环境政策的制定标准、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等措施来强化环境监管，可有效地提

高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当逐步提高政府环境监管的频率和力度，强化政府

环境监管的监督力度，提高政府环境审计的环境治理效应。第四，逐步完善外部环境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媒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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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环境监督的力量。研究发现，当媒体环境监督越强、公众环境监督越强时，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

正向影响越显著。可见，媒体环境监督和公众环境监督通过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强化环境监督的作

用，可有效地提高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环境监督的

力量，借助非正式制度的力量来强化政府环境审计等正式制度的环境治理效应。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研究内容方面，本文构建了政府环境审计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

理论分析框架，即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发挥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来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但限于数据的可

得性，目前难以量化和区分政府环境审计的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以致本文未能深入地探讨政府环境

审计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机制。第二，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借助 2009年《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

意见》颁布的准自然实验，将重污染企业作为实验组，非重污染企业作为控制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识别政府

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但这种方法较为粗糙，难以精准地识别政府环境审计的被审计单位。主要原

因是：一方面，当前审计厅或其他信息渠道并未全面地披露政府环境审计的审计结果公告，即使有一部分公开的

审计结果公告，也未能详尽地披露政府环境审计的被审计单位；另一方面，当前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或其他自媒

体渠道也没有公开自身的政府环境审计情况。

为了弥补以上缺陷和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区分政府环境

审计的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深入地考察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第二，在数据可

获得的情况下，通过审计厅披露的审计结果报告或者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所披露的政府环境审计情况等渠道来获

取政府环境审计的被审计单位清单，进而更准确地衡量政府环境审计；第三，政府环境审计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以

实现环境效应的同时，是否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实现经济效应，这关乎政府环境审计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政策

导向，亟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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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Improve Corporate Environ-
mental Performance?

YU Lianchao, ZHANG Weiguo, BI Qian, DONG Jint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Opinions of the Audit Office on Strengthening the Audi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issued in 2009

as an event, we construct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on corporate envi-

ronmental performance using the DID method. We find tha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ing tha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orporate environ-

mental performance by playing a revealing, resisting and preventing function.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companies with greater audit in-

tensity, greater penalty power, and greater judicial power, companies with stronger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companies with strong media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Our research conclusions confirm

the micro-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ects of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 Meanwhile our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oreti-

cally expand the study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s in prac-

tice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audit；government audit；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government audit sys-

tem；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media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public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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